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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伦攸叙与守正创新* ①

———谈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基础

卜宪群

【提要】 制度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载体，中华文明素来重视制度与治理体系建设。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思想，并在各历史时期转化为政治实践，

这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传承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思想，就必须深入探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所包含的制度与

治理体系的丰富内涵，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
【关键词】 习近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治国理政 制度与治理体系 守正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

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

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①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所包含的制度与治

理体系的丰富内涵，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历史

文化不断传承又不断创新的结果，是中华文明独特历史发展道路的反映，也深刻体现着传统国

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因此，探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传统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关系，是治理好今天中国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

践问题。

一、中国传统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特点

首先，中华文明高度重视国家制度体系建设。《尚书·洪范》最早提出了“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的治国安民制度构想，②倡导制度设计要顺应常理，施行顺遂的变化观。关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历

代史不绝书。《管子·法法》说“太上以制制度”，③《周易·节·彖》说“节以制度”，《左传·襄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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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说“为之制度”，《商君书·壹言》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①《荀子·儒效》说“统礼

仪，一制度”，《王制》说“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②这些思想高度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约成

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本身就是制度思想之作，其开篇“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

职”，讲的正是制度建设，《周礼》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产生过重大影响。从商周开始的内外服制、贵
族等级分封制、礼治、法治、郡县乡里制、官僚制等，正是这些制度建设思想的实践形态或理想形态。
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以朝廷制度、郡县制度、意识形态制度、人才选拔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

等为代表的各项制度建设日益完善，构成中华文明制度体系的核心。
其次，中华文明高度重视治理体系建设。制度体系是根本，但制度体系需要通过治理措施表现

出来。《尚书·周官》说“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这里的“制”就是先王留下的制度，“政”就是治理措

施。有了制度，治理就不会迷失方向。中国先秦时期已经有了丰富的“治”与“治理”思想，有了“治”
与“乱”的区别。清华简中有《治政之道》与《治邦之道》。至荀子，明确提出了“治理”概念，③系统阐

述了必须遵循规则、规律、道理、秩序治理国家的思想。秦汉以后，“治理”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其

概念在政治家、思想家那里获得肯定并延续，更多地被引入了政治实践领域，形成了二千多年富有中

华文明特色的治理体系，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④

再次，中华文明高度重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坚守事物的本质规律，

保存优秀的文化，不随波逐流。“创新”，就是要与时俱进。《商君书·壹言》说“制度时则国俗可

化而民从制”，⑤贾谊《过秦论》说“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

安矣”，⑥都是强调制度与治理体系守正创新的重要意义。中华文明经历了不同社会形态，经历了同

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发展阶段，也经历了不同文化与不同民族间的碰撞与交融，但在制度与治理体

系上从不胶柱鼓瑟，而是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以贵族等级分封制为代表的先秦国家制度与治理体

系，在春秋战国以后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以中央集权、郡县制为代表的大一统制度与治理体系应时

而生。但历史表明，源自先秦的礼乐文明，特别是由礼乐文明衍生出来的儒家德治文化，在封建时代

仍彰显出巨大活力; 源自秦汉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与治理体系，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还

在创新完善，不断显示出历史的继承性和新形态。即便到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的近代，我们

依然不难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中，看到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影响。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承有关。中国传统国

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发挥出独特优势，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精神价值

能够延续至今天，其原因有三: 一是这一体系符合中国实际，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在理论上不断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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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彝伦攸叙的创新求实精神，长期维护了中华文明的稳定繁荣与传承延续; 二是这一体系与中

华文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相

融通，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三是这一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元素契合，融汇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尽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二者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包含着内

在的历史逻辑。
首先，这种联系取决于历史发展本身的继承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

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

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划时代的体系”产生

于改革开放之后，发展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的需要，但又植根于中华五千

年文明，植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植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正是以“本

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
其次，这种联系取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集中体现在中华文明

的连续性、一体性与多元性结合上。从政治形态看，在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唯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

而延续至今。从古老的邦国时代到夏商周王朝，以华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政治格局开始形成，逐步

建立了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政治文明，成功维系这一政治格局长达近两千年，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

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推动着政治转型，代表新的社

会阶级阶层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构建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在旧体系基础上产生出顺应时代需要的新体系。秦汉以后，以中央集权、郡县制、官僚制为代表的新

的制度与治理体系被上升到大一统国家层面，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巩固，调适完善，虽历

经分裂、战乱与外来冲击的种种考验，但紧紧维系了多民族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直至近代。历史

证明，中国传统制度与治理体系不是移植来的，而是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发展、逐渐改进、内生性演化

出来的，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从文化形态看，中华文

化自先秦以来就传承有序，广纳众采，博大精深，与时迁徙，不仅与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相得益彰，更

集聚了诸多历久弥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永恒元素。中国延续不断的史学体系记载了自三皇五帝至今

的沿革脉络，炎黄被中华民族奉为共同祖先。“二十四史”尽管有所谓“正统”和“非正统”之别，但将

中华各民族、各区域的历史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统说，不仅

贯穿着对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也成功塑造出各历史时期共同的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历

史认同。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元明清理学，到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继承创新的独特品格，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源

远流长的精神联系。
再次，这种联系取决于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内涵的丰富性。中华文明彝伦攸叙，素重

制度体系建设和治理体系安排。在国家结构上，从先秦的内外服制、分封制到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

制，大都在王朝初期均已完成。特别是中国在封建社会早期就确立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构，

6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44 页。



彝伦攸叙与守正创新

没有延续战国的历史，极具深远意义。在权力运行上，中国自秦汉开始就构建起皇权之下设官分职、
权责分明的官僚制，分层、分类统理中央和地方各项行政事务的制度体系。行政与监察分途，政务与

事务分工，以及谏官系统的完善，为从皇权到各级行政机构高效廉洁地运行提供了基础保障。在官

员选拔上，废除了血缘身份的特殊意义，逐步确立了注重民意、考试用人、德先才后等用人制度体系。
在法律上，构建起律令结构完整、层次分明，保障政治与社会运行法治化的制度体系。在军事上，构

建起维护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分裂、抵抗外来侵略，从中央到地方与边疆的制度体系。在意识形态

上，构建起以儒家为核心，兼容并蓄，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大众日常价值观相统一的制度体系。在治

理体系上，则形成了天下大同、要在中央、民惟邦本、均贫富、选贤任能、以廉为本、德主刑辅、法不阿

贵、讲信修睦、华夷一家、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一系列治理理念与措施。上述这些制度体系与治理

体系所包含的精华，是中华文明传承了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与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资源。我们不能脱离中国国情，抛弃传统资源而完全移植他国制度与治理体

系; 也不能视历史条件而不顾，从根源上切断与传统的联系。
又次，这种联系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独特历史发展道路的契合性，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诸

元素间的契合性。从历史发展道路角度看，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已经

悄然发生着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的出现，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与启蒙思想的产生，寻找救

亡图存的维新变法，民族意识的觉醒，外来思潮的输入，抵抗列强的入侵与封建帝制的推翻，都意味

着古老中国在寻求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转型上的新探索。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深刻背景下传入

中国，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传播给大众。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一历史道路的接

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教训后，开始注重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经艰难曲折，不仅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

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使中华文明得以生存发展的新形态。近代中国曾经选择了很

多条道路，但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契合中国人民的追求，契合中国社会实际，才能承担中华文

明传承延续的重任。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的理论，与中国文化在时空

话语上确有很大差距，但一切科学认识必然具有其普遍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与马克思

主义的哲学思维、历史思维、文化思维存在着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

性与特殊性认识，不仅适合西方，在中国历史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尚书》中的五行说，①《周易》中

的阴阳太极说，②证明中国哲学中很早就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法因素。中国人注重“知行合一”
的文化传统，证明中国哲学中包含着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认识。《礼记》中“天下为公”
的“大同”说，③包含着中国人世代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韩非子》中的“上古”“中古”“近古”划分，④

《公羊传》中的“三世”说，⑤《史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⑥包含着中国人对历史规律

的不懈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民本观、爱国观、平等观、自然观等，也都有超越时代的价

值，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无相通之处。当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对等的关系，更不是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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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马克思主义而皈依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百年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科学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科学指引。脱离了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空洞

教条，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灵魂，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中国传统文化才

能够被科学发掘、科学转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者

缺一不可，这是近百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

内在品格，它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提供精神源泉、注入强大活力、焕发勃勃青

春，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一体性与多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产物，生长在中国大地，它本身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与

中华文明相结合而产生的新形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丰厚的中国传统制度与治理体系中汲

取营养，不断完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建设，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发

展道路相结合的实际，契合中华文明特点，也是时代必然。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所蕴含的

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具体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一是中央集权政治凝聚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中

央集权政治凝聚。中国自先秦时期开始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制度与治理体系萌芽，秦汉

以后全面转化为政治实践，成为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安排的核心与前提。首先，高度重视中央权威。
先秦的“天下共主”①和秦汉以后的“要在中央”②，虽存在着凝聚能力大小高低的不同，但都强调中央

的统摄地位。历代以君权为核心的朝廷制度、郡县制度，体现了中央政府在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总

体安排上的权威，形成了数千年的单一制政治传统。其次，高度重视大一统。大一统是国家治理的

前提，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秦灭六国、楚汉战争、西晋的统一、前秦伐东晋、东
晋北伐、北魏的局部统一、隋的统一、北宋的局部统一、南宋北伐、元灭南宋、清军入关，以及各个王朝

内部消灭割据、抵抗分裂的斗争，都深刻证明无论政治与军事实力掌握在哪个民族手中，统一都是不

懈的政治追求。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潮流，大一统的核心就是中央集权。③ 再次，高度重视制

度建设与治理体系能力提升。中国历史上中央权威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权力集中上，其重点更在于

对国家事务的统领与治理上。以君权为中心的朝廷制度，在决策机制上有廷议、封驳、言谏及吸纳民

众舆论等方式，有君权直接掌控行政中枢的调节机制; 在国家结构上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

从制”的郡县制度，④但又注意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以及基层自治体系; 在行政上有从三公九卿到三

省六部分工细密、组织机构化演变体系，政务中枢沿革有序; 在监察上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与

法规规范体系，保障吏治清明; 在运行上有“以文书御天下”的公文文书体系，⑤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

率。传统国家的政治凝聚力与执行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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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够协调整合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维护社会稳定。“要在中央”的制度与治理体系不是政治家、思
想家的凭空设计，而是客观历史需要与发展的产物，符合中国国情。今天，完善坚定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不仅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而且仍然可以汲取这些体系中所蕴含的宝贵经验。
二是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价值体系是制度与治理

体系构建的重要导向，制度与治理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

整体。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传统国家重视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注重统一主流意识

形态与制度治理体系相配合，有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先秦时期，宗法等级分封制的制度

和治理体系与礼乐主流意识形态相配合，是先秦国家构造的核心内容。秦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

的儒家学派构造出大一统、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德主刑辅等理论体系，服务于汉武帝时代政治需要，

改变了官员与社会信仰混乱问题。此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地位。中国传统国家主流

意识形态的统一有其特点: 第一，重视历史的传承性。先秦的礼乐文明，在秦汉以降的主流意识形态

儒学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以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为代表的“道统”，在秦汉以后得到尊崇，先秦国

家治理的“大同”“小康”社会，仍是儒家推崇的理想形态。先秦的民本、德治、法治、天下观、自然观

等思想，在秦汉以后也得到继承。第二，重视与时俱进。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主流意识形态也随

时代变化而调整。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并重到宋元明清理学，随着社会变化而呈现新

特点，包容吸收改造一切有益的思想文化宗教内容。第三，重视与政治实践相结合。中国传统国家

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与治理体系紧密结合，表现在选贤任能的标准上、国家治理的具体措施上、教学

内容与教材选择上，等等，不流于空泛。第四，重视与民间社会相结合。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以儒

家思想为主体构成，其所包含的仁义礼智信及天命论等基本价值观，符合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特征。其所吸收的佛道思想中弃恶扬善、因果报应、理想世界等内容，与受压迫和

剥削的下层民众的精神向往不无相通之处。国家还注重扶持有积极意义的民间信仰，如妈祖信仰

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中国传统国家在统一意识形态构建上的必要性认识与具体方式方

法，乃至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积极部分，对于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三是德主刑辅法治体系特点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者，治之端也”，①“法者，天子所与

天下公共也”。② 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中包含着法治重要性、公平公正性的丰富认识，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法律体系。第一，律令制订。自战国开始，社会转型有力推动着法制建设的快速

发展。历代王朝都制订了细致严密的律令，前后相续。秦律与汉律，奠定了中国传统国家的法律基

础，唐律是一个发展高峰，宋元明清不断完善。第二，援礼入法。从秦朝的速亡中，人们得出“徒法不

能以自行”的教训。③ 自汉武帝开始，儒家思想被吸收到法律体系中，体现在立法、司法领域，构成德

主刑辅特色。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德主刑辅制度与治理体系并不只是表现在法律上，也表现

在以德取人、以德用人、以德化民更广泛的层面上。第三，明德慎罚。明德慎罚的理念体现在疑狱奏

谳、罪疑从轻、司法巡视等程序上，特别是死刑判决的审慎性上。德主刑辅法治特色中的积极因素，

不仅对今天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借鉴意义，也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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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体系建设中提供了历史经验，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

平正义与法治建设的必备思想基础。
四是尚贤用能与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官人，国之急也”，①“天下治，

必贤人”。② 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使用，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才

选拔制度。第一，注重民意。儒家思想指导下的选官制度，重视吸取民意，重视与社会大众思想相

通，含有民主化的因素。中国古代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三大选官制度中，前二者在制度设计

上与民意表达就有直接关系。一个人能否做官，与其道德修养、行为规范、乡里社会的舆论评价高低

有很大关系。科举制推行后，把个人素质与舆论评价融合在考试中，士人通过研修经学提高德才素

养，潜移默化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第二，维护公平。以科举为代表的考试选官制度到隋唐定型。科

举允许“投牒自举”，③除违法外，参考者没有其他身份、地位、财产限制，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广泛欢

迎。此后还形成了以地域、民族等多种因素决定录取比例的制度，也是保障录取公平的重要方式。
第三，德先才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认识到德在官员为政中的重要作用，将儒家思想中的德，作为官

员选拔、考核的第一标准。司马光“才者，德之资也; 德者，才之帅也”的总结，④完整表达了中国传统

官员选拔任用总体思想。第四，严格管理。中国传统的尚贤用能并不仅限于思想道德层面，还表现在

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上，如基层实践、人尽其才、功劳奖励、选举连坐、为官试守、任官回避、循名责实、权力

制衡、舆论监督等方面。德才的内涵古今不同。今天的德就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今天的才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国传统尚贤用能思想实践中的有益做法与经验，仍然是贯彻新时代

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历史资源。
五是民本思想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传统政治自西周开始了神本向人本的转

化，产生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⑤ 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

进一步发展，“国将兴，听于民; 将亡，听于神”，⑥“夫民，神之主也”，⑦“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

废，在逆民心”，⑧“以百姓心为心”，⑨“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瑏瑠以及孔孟的“仁”与“仁政”思想不

绝如缕，瑏瑡形成了关于民本更加丰富的认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瑏瑢“以天下为事”。瑏瑣 民本

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所继承，成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与政策措施。
第一，均贫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瑏瑤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国家民生治理的重点是土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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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重农抑末、调节土地分配，限制土地兼并来保障个体小农拥有小块土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国家

通过税收政策，减轻人头税、加重财产税，或利用各种方式垦荒拓地移民，这些都是调节贫富差距的方

法。第二，轻徭薄赋。国家通过减轻各种税收，谨慎征发徭役兵役等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中国历史上

的文景、光武、贞观、洪武、康乾等所谓“治世”或“盛世”，农民负担都相对较轻。第三，发展生产。历代

国家通过兴修水利、荒地开垦、推广农技、政府借贷、多种经营、招徕流亡、赈灾救恤等方式发展生产，提

高农业生产力。历史上对地方官吏的优秀评价是“循吏”，循吏的行为就是清正廉洁、劝民农桑。第四，

整顿吏治。历史上许多时期的民不聊生，既是由于最高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贪婪无度，也是由于下层

吏治败坏、社会突出矛盾得不到治理造成的。历代往往通过整顿吏治、强化基层治理、打击豪强等社会

势力，保障一方民众安定。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丰富理念与措施，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历史底蕴。
六是严格吏治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治乱之要，其本在吏。”①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

高度重视吏治，在官员选拔任用、考核、监督、教育上，形成了独特政治传统，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

重视官员选拔。中国历史上官员选拔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维护中央用人权的基本原则，体现

了与时俱进、广纳人才的精神，适应了不同时期国家对官员素质的要求，其完整性、严密性与连续性

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第二，重视官员考核。秦汉以后，考核方法与考核法规逐步完善，考核重德尚

能的特点、奖惩黜陟的运用，以及监察部门介入考核，都保障了考核的制度化、全面性、权威性与真实

性。第三，重视官员监察。秦汉以后，国家监察机构传承有序，监察法规系统完善，监察与行政监督、
舆论监督相结合，有效发挥了监察在权力制衡、惩恶扬善上的吏治作用。第四，重视官德教育。中华

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以民为本、修身立德、正身律己、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等丰富思想，是历代官德教育

的重要内容，也是吏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主治吏不治民”，②“吏不廉平则治道衰”。③ 中国传统吏

治思想与吏治经验，不仅证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

资源。
七是天下一家与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夷夏之辨”与“华夷一家”两种思想，长期共存于传统

国家边疆民族管理制度与治理体系之中。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实际过程看，“华夷一家”是主流，

多民族不断融合、共同发展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是主流。第一，文化认同。自先秦开始的文

化认同高于血缘认同的观念，是华夷一家形成的思想基础。“二十四史”反映，炎黄是被绝大多数民

族所共同尊奉的祖先。无论是入主中原抑或割据一隅的民族政权，儒家文化都受到推崇。第二，因

俗而治。文明的不同决定了治理方式的差异。大一统王朝并不追求整齐划一的制度与治理体系，如

秦汉以后，民族地区的治理制度在县一级就有区别。“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方

式，④贯穿着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第三，维护统一。中国不存在国家分裂的经济与文化基础，针对

边疆与民族分裂的危险，则采取果断措施，维护统一。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中的天下一家

思想、边疆民族治理经验，对今天我们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具有深

刻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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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志·百官五》刘昭注补引《太公阴符》曰:“武王问太公:‘愿闻治乱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后汉书》第 12 册，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6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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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 8《宣帝纪》，第 263 页。
《礼记·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 1338 页中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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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协和万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自古经历了从“万邦”向一体的发展过程，形成

了自身独特的天下观，并早在《尚书》中就提出由己及人、由家及族、由近及远的“协和万邦”天下

观。① 第一，天下为公。《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②《吕氏春秋》提出“公则天下平

矣”，③都是强调只有公平、公正才是走向协和万邦的正确道路。第二，和而不同。“和”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周易》中的“保合太和”，④《中庸》里的“致中和”，⑤体现了中国人追求万物平

衡的态度。《论语》中孔子用“和而不同”比喻“君子”的高尚品格，⑥《国语》中史伯提出“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的论断，⑦都体现了中国人关于美好事物需要共生共荣的理念。只有共生共荣，方能“万

国咸宁”。⑧ 第三，怀远以德。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⑨提倡以“仁

政”“平治天下”。瑏瑠 因此，“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瑏瑡成为中国历代国家处理民族政权、周边国家的重

要模式。第四，对外开放。中国传统文化绝不封闭，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在很长的历史时

期认同对外开放，坚持独立自主、互惠互利的开放政策。瑏瑢 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经济文化

交流，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国家的社会发展与互利共赢。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曾经对东亚

乃至更远的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所包含的理念，为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

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九是天人合一与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文明重视生态环境

与人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的自然观、实践观与生态管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第一，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

自然观是中华文化产生的基因，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它强调天的运行与人间万物有不可分割的关

系，人要顺应天道就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人的行为也要符合天地日月四时规律。第二，万物共生。史

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荀子提出“物各从其类”，瑏瑣“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瑏瑤庄

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瑏瑥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瑏瑦都是万物共存、顺应

自然、重视尊重自然规律重要性的科学认识。第三，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利用。《吕氏春秋》中不可

“竭泽而渔”，瑏瑧《淮南子》中“孕育不得杀， 卵不得探”，瑏瑨《吕氏春秋》中“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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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伦攸叙与守正创新

《氾胜之书》中“和土”，①陈旉《农书》中“地力常新壮”②等理论与思想，以及《礼记·月令》中关于一

年十二个月的生产活动安排，③体现出古人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利用的思想，反对以灭绝性的方式开发

利用生物与土地资源。第四，机构与律令。《周礼》记载我国先秦中央机构中设有虞衡，掌管山林川

泽。④ 秦汉时期，在少府及水衡都尉机构中，有管理山川湖泊的专职官员。魏晋南北朝的政府机构中

大都有虞曹、虞部，属尚书或工部，设郎、主事、大夫、士等官员。隋唐及宋代，工部下设虞部，设郎官。
明清于工部下设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生态环境保护法令的起源也很早。西周的

《伐崇令》是一部保护环境资源的法令。⑤ 1975 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发现的《田律》是可

见的第一部环境立法，其中严格禁止不按照季节砍伐捕猎及堵塞水道等行为。⑥ 汉初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田律》中，也有山林、水利、动物保护的法律。⑦ 《唐律疏议》是我国律令发展的高峰，其

中关于环境保护的内容也十分详备、系统。宋元明清法律中，也体现出不少环境保护的内容。历代

统治者在政策制定上，也有众多关于野生动物、公共环境、土地与水利资源保护与治理等具体措施。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具体措施，仍然是我们今天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具有许多跨越时空的文明精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丰厚

土壤，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思想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新形态。

( 作者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邮编: 100101)

( 责任编辑: 张舰戈)

( 责任校对: 廉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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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ng within Norms and Innovating within Tradition: On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t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 Bu Xianqu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at it always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of governance，which in return gave birth to copious ideas on institution
buildups and state governance. These ideas were put into political practice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yet with constant innovatio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traditional culture.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is also in line with thi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rder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his thought on socialist governance，we must delve into
the rich institution legacy of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embedded in China＇s five-thousand-year history of
civilization，and draw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wisdom from it．

Grasp the Zeitgeist of the New － Era Historiography / / Yang Yanqiu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Zeitgeist. Yet the
latter has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his works o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cience，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lifted the reflection on history，times，and social relations to a
new height. He discu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he times，recognizes the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interprets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s. In doing so，he has formed his own historical thought emphasizing that historiography is rooted
in the contemporaneous era，projecting world historical development，and celebrating the Zeitgeis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On Xi Jinping＇s Adhe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 Cai Qingzhu

As a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history，Historical Materialism establishes a new norm for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strictly grasps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that unify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moral valu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places the major issues of governance in the holistic vision of history，reality，and future. It has always
adhered to and strengthened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dhered to and enriched
the core categ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dhered to and creatively applied the basic metho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historical analysis. By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Xi Jinping ＇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fully demonstrates its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commanding the laws of history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 Critique of the Trotskyite Theory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 / Li Hongyan

The theory of Semi-Colonialism and Semi-Feudalism 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s great
contribution to communist theo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rduous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for this theory challenges the assertions by both Bukharin and the
Trotskyites. For the former exaggerates the residues of feudal elemen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atter
overstresses the capitalist domination. Trotsky did not directly argue that China was a capitalist society，but
he thought that capitalist relations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Chinese society. His Chinese followers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China was already a capitalist society，without rejecting its feudal
nature. Therefore，they also used the concepts of“semi-colonialism”and“semi-feudalism”. Thi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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